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
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

———以浙江省Ｌ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

付　　伟

摘　要：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产业的发展亦可促进城乡融

合。我国乡村长期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乡村产业，乡土社会为乡村产业提供了存在与

发展的社会基础。以浙江省Ｌ市偏远乡村地区的来料加工为例：近年来，浙江省内

发达地区产业向偏远乡村扩展，通过来料加工的形式带动偏远地区的乡村产业发

展。来料加工是全球生产体系的一环，通过灵活分散的加工形式，偏远地区乡村的

剩余劳动力与广阔的全球市场联系起来。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紧紧 “嵌入”乡土社

会，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伦理确保来料加工的生产管理得以可能，成为乡村

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其中 “曲尽人情”是社会伦理的具体运作机制。来料加工塑

造了独具特色的乡村发展和社会转型道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在土地、金融、

产业政策上对乡村加以扶持外，还需理顺乡土的社会基础，充分利用乡土的社会资

源，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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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付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一、问题与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浪潮由地处农村的乡镇企业带动，乡镇企业是２０世

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发展的主力军。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集中
到沿海地区，逐步形成劳动密集型的 “世界工厂”，并推动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

业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造成部分乡村地区的 “空心化”或 “空壳化”。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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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业经营、农村治理和农民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如何防止 “空壳
化”及其带来的农村萧条，是 “十九大”报告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促进 “城乡

融合”发展的主要目的。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在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劳动

力的大量外流引发乡村 “空心化”问题，乡村产业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然而，无
论是工业发达的东部，还是人口外流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在许多地区仍然能看到

繁荣而发达的乡村产业。这些产业形式多样，有颇具特色的种植业、养殖业，有劳

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运输业，有跨越城市乡村的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联合的产业

链，有在新形势下强势兴起的各种 “淘宝村”，等等。许多地区的乡村产业提供大量
的就业、创业机会，外出打工群体 “返乡创业”的现象也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

点。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提出鼓励和培育一

批环境友好型的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和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

供更多就业岗位。

由于乡村产业分散化、多元化而表现出巨大的行业和区域差异，我们对乡村产业

发展的规律和本质特点一直缺乏深入的认识。有观点认为乡村产业是必然要被城市工

业替代的落后的产业形式，这是研究不够深入而导致的教条主义观念。对乡村产业颇

有研究的费孝通曾判断中国的乡村产业会走出 “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

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② 那么，什么是乡村产业的 “中
国特色”？我们对乡村产业 “中国特色”的认识和总结，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我国以工副业为主的乡村产业，经历民国时期的手工业、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

企业、改革开放时期的乡镇企业等几个阶段，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乡村产

业首先是植根于城乡的经济关系之中，乡村工副业是从农业里长出来的，既依赖于
农业、农民和农村，是其发生的基础；又依靠村、乡镇、县城三级城乡体系，这构

成其发展和繁荣的条件。可以说是城乡互动的果实。进一步看，乡村产业有着顽强

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来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涵养孕育。许多研究认为改革开放

时期乡镇企业的 “异军突起”部分归功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和文化特色。③ 也就
是说，中国社会和文化赋予乡村产业深厚的社会基础。本文试图通过案例研究的方

式探索乡村产业繁荣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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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偏远乡村兴起的来料加工就是一种典型的乡村产业形式。浙江
省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扩展，通过来料加工的形式，发
达地区将订单发往一些欠发达地区，从而利用闲散劳动力进行生产。来料加工发展
迅猛，几乎遍布浙江省所有欠发达地区乡村，并进一步向部分省外地区扩散。①

２０１５年，浙江全省来料加工点已达２．２万个，有经纪人２．３８万人，年发放加工费
近１００亿元，１４０多万人从事来料加工。②

本文之所以选取来料加工作为研究案例，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性。首先，来料加
工与历史上的包买制、代工制、散工制相似，③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其
次，改革开放后浙江模式兴起的过程中，来料加工是带动小生产者 （小作坊、家庭
工业或者小企业）的重要方式，④ 也是 “温州模式”的主要生产和商业形式，可以
说是中国乡村产业的典型代表之一。最后，来料加工广泛存在于中西部落后的乡村
地区，由于其吸纳就业能力强，而且吸纳的往往是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进入正式工厂
的劳动力，因而经常作为贫困地区的重要扶贫手段。在浙江省偏远乡村来料加工的
兴起过程中，乡村积极利用特色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繁荣和丰富了乡村业态。通过来料加工，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紧密联合，乡村劳动
力与沿海城市紧密联系，并进一步通过沿海城市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来料加工成
为带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来料加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城
乡融合发展，并让乡村社会融入全球化生产链条。

我们认为，乡村社会除为产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外，更为重要
的是乡村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社会基础。只有深入理解乡
土社会具体的历史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伦理，才能理解为何乡村产业能够以各种
形式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此起彼伏地出现并经久不衰，也才能深入理解乡土社会的
内在发展逻辑和独特的转型路径。认识乡土社会与乡村产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诸多
本土社会现象，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学的概念与研究路径。

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Ｌ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探究乡村产业兴起与发展
的社会基础，从而深入理解中国独特的乡村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二、乡土社会与乡村产业

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发展出一个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长期以来，乡村充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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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农业之外发展出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自为一个完整的乡村

产业体系。① 农村的 “过密化”、商品化和城市的工商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是乡

村产业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导致农村的劳动力

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脱离出来，土地和劳动力开始市场化配置。② 这种市场行

为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在农村这一所谓的传统部门发展出高度发达的非农就业领域。

传统时期乡村手工业是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工业与乡村商业紧密配合，

形成一个复杂的经济生态体系。③

乡村产业一直在乡村不断延续，并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具体条件不断取

得适应性发展。乡村工业是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乡村工业的讨

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它为何能够长期延续与发展。农村 “过密化”和劳动力过剩是

乡村工业兴起的重要条件。赵冈、陈钟毅认为，土布业以极低的成本利用农村 “闲

着也是闲着”、 “过密化”的剩余劳动力，因而能够在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中生存下

来。④ 林毅夫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乡镇企业兴起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

以后农村通过就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取得巨大成功。⑤

但劳动力价格低廉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乡村工业的长期延续。即使在传统时期的

手工业，也并非完全是 “过密化”生产，彭泽益指出，在华北的一些织布区已经出

现了为市场生产的专业手工业区域分工，并且织工的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农民，⑥ 呈

现出所谓的 “斯密型”增长。⑦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取得巨大发展，王晓毅等认

为，从技术、产业类型上，乡村工业已经实现现代化。⑧ 第一，从机器使用上，乡

村工业完成从手工业到机器生产的转型，实现了费孝通在 《乡土重建》中对乡村工

业技术改造的设想。⑨ 第二，许多农村地区已经完全依赖工业生产，实现了从纯粹

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乡村工业紧密融入全球生产链条，是中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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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乡村工业进一步与现代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相

结合，使得乡村工业走上 “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比如在乡村工业基础上兴起的
“淘宝村”，① 成为乡村重要的新业态。

对于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有 “外生性”和 “内源性”两种观点。“外生性”观

点认为，是外生的因素导致乡村工业化，比如黄宗智认为乡村工业化是城市工业
“牵引”和集体经济建立的结果。② “内源性”观点认为，乡村发展的原动力来自社

区内部，发展的主体是社区成员。③ 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乡村工业的兴起正是充

分利用乡土社会提供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基础。经济资源是指劳动力、集体土地、宅

基地、村民自筹资金等；社会基础则是指家庭、家族、“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

等关系形式，以及天经地义的文化伦理④或者 “社会底蕴”。⑤ 经济资源也需要具备

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被 “激活”。

中国乡村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成既定的社会关系和

特殊的行动伦理，即本文所谓的 “社会基础”，其勾连了诸如关系、人情、面子、人

缘等诸多中国本土化社会现象。学界长期以来都在讨论社会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

及其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社会基础在关系的形式上呈现为家庭、家族、

熟人社会或者社区共同体。学者进一步深化了对关系伦理的讨论，总结诸如家本位

观念、差序格局等特殊的行为原则。社会基础在不同区域也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例

如贺雪峰指出中国不同区域的村庄存在着不同社会关联类型；⑥ 董磊明进一步划分

了 “血缘主导型”、“地缘主导型”、“血缘＋地缘主导型”等不同类型。⑦

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家庭、宗族、⑧ 熟人社

会、社区共同体⑨等既有社会结构作为其发展的社会载体。社会基础在不同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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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董磊明、郭俊霞：《乡土社会中的面子观与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焦长权、周飞舟等：《祠堂与祖厝：“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东南学术》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参见折晓叶： 《村庄的再造：一个 “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



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使得乡村工业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区域特征，出现了费孝通所谓
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不同发展路径。因而，乡村工业具
有极大的弹性，呈现出复杂的实践样态。

学界注意到乡村产业所依托的家庭、宗族、熟人社会和社区共同体，并展开研
究。在乡镇企业研究中，学者广泛研究影响乡村工业的各种 “非正式”的关系和制
度，提出 “关系合同”、 “关系产权”等分析性概念，① 讨论经济行为如何 “嵌入”

社会。诸多 “嵌入性”的研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经常表现为对社会网络的 “形式分
析”，将经济行动看作是稀缺状态下的理性选择过程，并把这种分析范式应用于所有
经济体，② 而波兰尼提出 “嵌入性”是希望破除对经济行为的形式分析。波兰尼指
出，人类谋生的手段恰恰就嵌入于不同的制度中，而市场只是这些制度中一种。③

韦伯强调现代理性思维模式只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才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中
国由于受传统力量 （即韦伯认为的家族和村落氏族传统）的影响一直没有建立西方
意义上的理性化组织形式。④ 因而，只有超越对社会关系的形式分析才能进一步认
识社会基础的运作机制。

费孝通晚年指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除了关注区域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物质基
础，社会学界更要关注社会性的一面。社会性不仅指 “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法
律、规章等，还包括人际关系中 “只可意会”的部分。⑤ 关系的形式———家族、宗
族、熟人社会和社区共同体等仍然还是社会科学通过实证的方法能够把握的 “外在
部分”。探讨社会基础，更要去发现日常生活中那些自然而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交往方式，所谓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
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费孝通甚至认为这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构成经济社会发
展差异的真正原因。社会主要建立在 “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而非外显的制
度，更不是空洞的关系形式。⑥

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正是依靠参与者之间的许多 “不言而喻”的默契完成的，

行动者之间 “将心比心”、“曲尽人情”，如果不这样就 “不好意思”。这涉及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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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 《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周雪光： 《关系产权：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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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９１，ｎｏ．３，１９８５，ｐｐ．４８１－５１０．
卡尔·波兰尼：《经济：制度化的过程》，许宝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
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５页。
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１６１页。
《费孝通全集》第１７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８—４６５页。
《费孝通全集》第１７卷，第４３８—４６５页。



基于具体关系而产生的不同 “态度”。① 社会基础正是通过这些微妙的交际过程发挥

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即使具备同样的外在条件，来料加工也不会发展起来。

对于这些现象的理解不能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而是要通过 “内省”的方法，在

田野调研和分析材料时通过 “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理解。②同时，人际关系

中 “意会”的部分与中国人特有的心智结构有关，是特定行动伦理的产物。费孝通

认为与儒家传统的 “推己及人”有着内在的关联，儒家理念 “顺着人的自然感觉，

顺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草根社会中生产出来、提炼出来，又提升到了圣

贤的高度”。③ 因而重返 “历史维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具体关系中的行动者为何会

生发具体的情感和特定的义务。

本文以浙江省Ｌ市偏远地区的来料加工为案例，详细呈现来料加工得以铺展的

具体关系，更重要的是要从伦理意涵的角度理解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本文主要采

取实地调研和对关键人物进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得材料。笔者于２０１２年７月赴浙江

省Ｌ市Ｊ县④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于２０１３年１月对浙江省Ｌ市Ｑ县进行实地调查

和访谈，并在２０１４年底赴Ｌ市进行补充调研。２０１２年的调研过程中还访谈义乌市

小商品市场中的４家商户。

Ｌ市来料加工起步较晚，但取得迅猛发展。２０１３年Ｌ市有１９万人从事来料加

工业，其中一级经纪人有１８００多人，全年发放的来料加工费突破１３亿元。２０１５年

加工费达到１７．４５亿元，从业人员达２０．０５万人，年人均加工费达到８４００元。⑤ Ｊ
县位于Ｌ市东北部，笔者调查其中三个镇的来料加工发展情况，即方镇、渡镇、洋

镇。在为期７天的调查中，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共访问２１个经纪人和一些散户。Ｑ
县位于Ｌ市西南部山区，笔者访谈该县１０个经纪人和若干散户；尤其对该县４个规

模最大而且从业时间最长的经纪人进行了重点访谈。在实地调研中，还对相关的政

府部门进行了访谈。

三、工业下乡与来料加工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挥比较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巨大经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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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全集》第１７卷，第４３８—４６５页。
周飞舟： 《从 “志在富民”到 “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社会》

２０１７年４期。
《费孝通全集》第１７卷，第４３８—４６５页。
本文对具体地名做了匿名处理。
吴建军：《丽水农民收入增幅全省 “七连冠”》，《丽水日报》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７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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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为表现形式的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① 近
年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城市开始采取 “厂外分包”② 和 “炒工”③ 等生产形式，另一
方面在空间上通过 “工业下乡”的形式向更为偏远的地区转移。浙江省Ｌ市乡村地
区的来料加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Ｊ县的来料加工兴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是义乌等地产业扩散的直接后
果。与Ｊ县相比，Ｑ县更为偏远，Ｑ县来料加工兴起于２００３年以后，并且与政府的
推动有直接的关系。２００３年起，Ｑ县委县政府开始提出发展来料加工，派遣６位科
级干部到义乌挂职，考察市场并向县内引进来料加工，２００４年成立县来料加工领导
小组并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

Ｌ市来料加工生产链条图

Ｌ市的来料加工是全球生产链条的一环，其订单来自浙江省内发达地区，尤其
是义乌、温州等地的商品市场，产品销往世界各地，④ 比如Ｑ县加工的围巾主要销
往中东地区。在这个全球化生产体系中，义乌、温州、杭嘉湖地区等省内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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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强：《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５年第３２期。
黄岩：《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的赶货生产为例》，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炒工”是大上海区域服装业工人的一种就业方式。工人通过一种被当地人称为 “炒
工”的非正式化的自组织参与服装工厂的赶工。参见刘爱玉：《组织化脆弱就业———以
大上海地区服装加工业为例》，《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当然，也有少量的内销，尤其是网络经济时代的Ｂ２Ｃ （即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ｕｓｔｏｍｅｒ）销售
模式兴起增加了来料加工产品的内销比例。目前依然以外贸出口为主。



的专业市场主要起组织生产作用，具体说就是获取海外订单、采购原材料、组织和
协调生产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落到省内落后地区，比如本文提到的Ｌ市Ｊ县、

Ｑ县。在欠发达地区的来料加工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来料加工 “经

纪人”，这部分人负责从义乌、温州等地的专业市场接单，① 然后在乡村组织劳动力

生产。Ｌ市来料加工生产链条参见Ｌ市来料加工生产链条图。

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来料加工提供了特殊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

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是 “半城市化”过程，② 在劳动力跨区域向城市大量

流动的同时，其家庭成员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形成一种新的 “半工半耕”

的家庭分工模式。③ Ｌ市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Ｌ
市常住人口２１１．７０万人，其中外出人口为４０．９４万人。④ 然而外流的劳动力大都

是青壮年男性，在农村依然保留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

来料加工的劳动力就是乡村中的留守妇女或者年龄大的不能去工厂的农村剩余

人口。

集中在中心乡镇和县城的 “陪读妈妈”也是来料加工的重要劳动力来源。近年

来浙江农村普遍实行的拆村并校政策，导致学校集中在少数中心乡镇和县城。另外，

农村家庭将子女送到条件较好的县城上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许多农村妇女进入中

心乡镇或县城陪读，她们居住在中小学附近，被称为 “陪读妈妈”。“陪读妈妈”一

般三四十岁，属于适龄劳动力，由于需要照顾小孩而不能外出打工。以Ｊ县洋镇为
例，“陪读妈妈”占到镇上人口的１／３。“陪读妈妈”集中在学校附近，导致加工点

在学校附近兴起。

不论是集中到学校附近的 “陪读妈妈”还是分散在农村的妇女、老人，其主要

特征是不能脱离家庭生活。分散在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主要任务是照顾家庭，兼营农
业生产；集中到县城、乡镇学校附近的 “陪读妈妈”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孩子，接送

小孩上下学、给孩子洗衣做饭。来料加工必须 “迁就”这些劳动力。

来料加工劳动力的特殊性对来料加工的生产形式和劳动管理产生很大影响。资

本主义理性化生产组织中，理性管理和资本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是 “自
由”的。在韦伯的著作中，这种 “自由”摆脱了各种 “传统”的束缚，生产与家庭

分离、与传统关系脱离。⑤ 但在来料加工中，无论是处于乡村中的妇女，还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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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Ｊ、Ｑ县也出现少数的经纪人直接从国外订货商接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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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市统计局统计分析 （１０１），内部资料，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１日。
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１页。



在县城的 “陪读妈妈”，依然保留农村中的土地和宅基地，与农村生产和生活保持密
切的联系。这与马克思笔下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农村失去土地和房屋而举
家集中到城市和乡镇的 “农村过剩人口”有着截然的区别。① 更为重要的是，前者
都是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进入到来料加工生产体系，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也都按照
乡土伦理行事。

四、“嵌入”乡土的生产过程

（一）依靠社会关系铺展的生产网络

来料加工经纪人是来料加工的重要组织者，经纪人采取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和
非正式的雇佣制度，将散布在浙江落后山区的村庄、乡镇和县城的各类劳动力组织
到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去。

经纪人根据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采取分散加工、集中加工以及 “分散＋集中”

三种组织形式。对于一些工艺简单、不需要使用机器的产品，经纪人接到订单后，

把原料或者半成品分给工人，让工人带回家分散加工。一些需要机器加工的产品或
者工序需要配合才能完成的产品，则在某个加工点集中加工。由于劳动力有着 “不
能脱离”家庭的特征，即使集中加工也尽可能将加工点开设在离劳动力居住地近的
地方，比如 “陪读妈妈”聚居的学校附近。此外，有些经纪人在开办集中加工点的
同时也会把一些加工环节或者一部分订单外发加工，从而形成 “集中加工＋分散加
工”相配合的情况。

表１是Ｊ县２１个来料加工的生产组织情况，② 可以帮助理解来料加工的生产组
织形式与管理过程。

从来料加工生产网络的搭建过程看，生产网络沿着既有的社会关系扩展。在经
纪人起步阶段，一般都是选择关系最为亲近的朋友、邻居、村里熟人作为最初的加
工者。一方面，有赚钱的机会，必须先照顾最亲近的人；另一方面，此时经纪人还
没有与上游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订单小但对质量、工期要求却很高，带有 “试单”

的意义。这时加工者技术也不熟练，只能挣很少的钱，经纪人找亲近的人加工也有
请求其帮助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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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９７页。
本文总计访问３１个经纪人，除表１中Ｊ县的２１个经纪人，尚有Ｑ县的１０个。Ｑ县的
来料加工主要从事围巾加工，同质性较强，均是 “集中＋分散”的模式。围巾加工分
为两种加工过程，一种是点钻，需要用一种超声波机器，一般以集中加工为主；一种
是缝珠 （即手工将珠子缝在羊毛衫或者围巾上），一般分散加工。经纪人一般同时承接
这两种产品，在加工形式上既有集中加工又有分散加工。



表１　Ｊ县来料加工的生产组织情况

案例编号 生产的产品 加工方式 劳动力人数 劳动力性质 全年加工费

ｃａｓｅ０１ 竹制品 集中＋分散 集中６人；分散２０多人
分散加工者为老人，
集中加工者为年轻人

ｃａｓｅ０２ 竹制品 集中＋分散

ｃａｓｅ０３ 竹制品 集中＋分散

ｃａｓｅ０４ 竹制品 集中＋分散

ｃａｓｅ０５ 竹制品 集中＋分散

ｃａｓｅ０６ 洗碗巾 集中＋分散 集中６０人，分散３０人 年龄为三十多岁 １００万

ｃａｓｅ０７ 串珠头饰 分散 １５０人 “陪读妈妈”，也有老人、小孩 １００万

ｃａｓｅ０８ 毛线编织物 分散 １５０人 老人

ｃａｓｅ０９ 服装 集中＋分散 ３０多人 “陪读妈妈” １２０万

ｃａｓｅ１０ 茭白叶 集中＋分散 ４００多人

ｃａｓｅ１１ 手套 分散 ３００人 留守妇女 １００万

ｃａｓｅ１２ 服装 集中＋分散 １００人 年龄为４０—５０岁 １００多万

ｃａｓｅ１３ 手提包 集中＋分散 ５００人 老人 ２００万

ｃａｓｅ１４ 发卡 分散 ６０—７０人 老人 （七八十岁都可以）

ｃａｓｅ１５ 电子元件 集中

ｃａｓｅ１６ 首饰 分散 ５００人 年龄为三四十岁 １４０万

ｃａｓｅ１７ 鞋帮 集中 １２０人 年龄为三十多岁 １６０万

ｃａｓｅ１８ 鞋花 分散 １００人 １２７万

ｃａｓｅ１９ 服装 集中＋分散 ２０人 年龄为三四十岁

ｃａｓｅ２０ 服装 集中＋分散 ２０人 ３００万

ｃａｓｅ２１ 鞋业 集中 ３０人 妇女年龄为三十多岁，少数男性 ２００万

由于生产网络搭建在社会关系之上，而村庄内部关系是经纪人最主要的社会关
系之一，因此生产网络很快在村庄范围展开。正如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里所言，

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因而大家对彼此都是 “知根知底”。① 一旦村里有人做经纪
人，大家立马都会知道。同时，经纪人也清楚村里哪些人有时间做、有能力做，并
且想做。如果生产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时，经纪人会发展出二级经纪人，这时原有
经纪人就成为一级经纪人。二级经纪人从一级经纪人处接单，然后再外包给其他家
庭加工，从中赚取差额利润。一级经纪人一般从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关系较好的
加工户中挑选二级经纪人，ｃａｓｅ４４的经纪人说，这个过程就是 “亲戚带亲戚，朋友
带朋友，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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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乡镇、县城的来料加工生产网络已经脱离原有的村庄环境，那么经纪人如
何在陌生的环境建立生产网络呢？ｃａｓｅ０７的经纪人在Ｊ县渡镇做头饰加工，她本人

并非是渡镇人，刚开始为了建立生产网络，她采取的办法是一家一家地去问，这样

做 “很辛苦，很累”，经常是 “别人在那里打麻将也不会理你”。她之所以能够打开

局面，在于她找到一两个散户之后，便拜托这最初的一两个散户去找她们身边的人。

也就是通过 “挨家挨户询问”的方法打开一个缺口之后，再借助这些人自身附着的

社会关系网络去寻找新的工人。这种做法十分普遍，比如Ｑ县ｃａｓｅ２８、ｃａｓｅ３０的经

纪人等，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发展了最初的加工户。

来料加工的生产网络当然不仅限于经纪人既有的社会关系。来料加工规模扩

大以后，经纪人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在乡镇、县城利用 “陪读妈妈”发

展起来的来料加工。然而，经纪人与陌生人建立的生产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放在特
定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效。ｃａｓｅ２６的经纪人说，“（需要对一个陌生人）大概有个

了解。好比你是第一次的，我肯定留个你的电话和地址”。在乡土社会中，一般而

言，人际关系与地域关系有很强的复合性，如果知道这个人的地址，其实就已经

把对方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了。而经纪人选择劳动力的基本原则也正是一定要

能够把这个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去。如ｃａｓｅ２６的经纪人所言，“对第一次来的，要

做一个记录。我还要问周边你还有没有熟悉的人。（如果对方说）哦，某某是我大

爷。我会找那个人。”

经纪人最为重要的能力是组织、搭建生产网络的能力，而这也是上游厂商最为

看重经纪人的地方。在来料加工的经纪人中，最有竞争力的都是那些有较广泛人际

关系网络的人。例如：ｃａｓｅ２１的经纪人在舒镇的鞋业加工，因老公办皮鞋学习班，

教授了很多徒弟；ｃａｓｅ１４的经纪人在洋镇的发卡加工，之前在人流集散地开办过小
卖部，认识很多人；ｃａｓｅ１１的经纪人在渡镇的手套加工，通过收购蔬菜建立了人际

关系网络。

（二）乡土社会与来料加工的嵌入性

除关系的形式，来料加工从业者更是在观念和伦理上深刻地 “嵌入”到乡土社

会中，使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工业生产与家庭生活、生产网络与地方社会高

度混融。对于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生活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总体上服从

地方社会的生活逻辑。如果不理解这个地方世界，那么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
和经济生活。

来料加工使用的劳动力，无论是散居在农村还是暂时在城镇陪读，他们都将自

己界定为 “农村人”，按照乡土的行为逻辑处世。在生产管理中，经纪人不得不面临

与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关系与现代意义的工厂中的劳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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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基本上有这样的定位，即自己首先不是领导者，不能发号施令。这点

ｃａｓｅ１３的经纪人说得很明白：“我们对手下，对下面的人就是乡亲们，也不会吆五喝

六的，因为是经常要接触的”。ｃａｓｅ２６的经纪人不知道 “对工人严格一点好，还是有

亲和力一点好”。如果不严格，其实很难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工期。所谓的严格，无外

乎就是按时上下班、严格把控质量。这样的要求对于那些需要照顾家庭的劳动力来

说显得不近人情，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也会质疑：你凭什么对我这样？“好像我和工人

有一种雇佣关系但是又很微妙。如果摆脱雇佣关系，你就命令不了他，你不怕他了

嘛。货很急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喝点老酒，我就不来了。哎呀，明天去走个亲戚，

我又不来了。”（ｃａｓｅ２６经纪人访谈）

在问及如果货源比较少，如何在工人之间分配时，ｃａｓｅ２６的经纪人说：“如果拿

过来的货少一点，就大家都少一点；一般是大家都能分到一点，否则会得罪人的，

都是附近乡亲。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天不让他做，他感觉你是不是不喜欢他做，他

心里不舒服。所以我们对工人关系的处理上要下点功夫的”。

总之，经纪人与工人不会仅仅将双方的关系界定为雇佣关系；他们首先界定自

己和对方在社会关系中的格局，并在这个关系基础上界定和协调彼此的经济关系。

经济生活只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如果在经济生活中按照效率最大的理性原则行事，

反过来会对社会生活带来影响。为赚钱而毁掉社会关系，这也是不划算的。

乡村中独特的文化观念也给生产管理过程带来影响。乡村社会中的工人并不仅

仅就生产本身理解生产，工人对工作的看法是嵌套在整体性的村庄生活和伦理中的。

比如乡村的工人不是从 “多劳多得”的意义上理解公平。相反，他们对于工资有这

样一种奇怪的逻辑，质疑：“勤快的人，他们已经赚得多了，居然还发奖金”（ｃａｓｅ０９
经纪人访谈）。正是基于上述逻辑，竟然导致经纪人不能公开奖励工人，也无法因为

产品质量问题公开处罚工人。

五、乡村产业的 “差序格局”

劳动力的特殊性、加工过程在工序和地点上的分散化，使得来料加工在生产管

理过程中面临质量和工期上的挑战。来料加工的劳动力都是不能脱离家庭的妇女与

老人，很容易因为家庭和农业生产而耽误加工，使得经纪人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加工。来料加工中很多产品分散在各自的家庭生产，进一步增加质量管理的风险。

即使集中加工的产品，经纪人也很难用严格的工厂纪律和制度要求工人，工人经常

因为家事而不来上班。农业生产也会冲击来料加工，在农忙季节，来料加工经常面

临着缺工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来料加工紧紧 “嵌入”乡土社会关系和伦理中，经

纪人与加工者、加工者与加工者之间处于复杂而微妙的社会关系与伦理观念中，既

不能轻易奖励也不能公开处罚，进一步导致生产管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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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料加工只有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才能兴起并发展壮大。在实践中，乡土关系

与伦理又恰恰是来料加工的生产网络得以扩展与生产管理得以可能的重要资源。

（一）关系与组织形式

经纪人之间、经纪人与加工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均等化的，处于一个类似 “差序

格局”的关系网络中。

首先在经纪人内部，一级经纪人与二级经纪人之间有一个关系亲疏远近的划分，

傅春晖将之总结为 “圈子”，并用这个概念讨论经纪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Ｌ市来料

加工的经纪人形成不同的圈子，圈子内部共享客户、信息，圈子内部还可以实现劳

动力的互相协助从而保证工期的按时完成。二级经纪人与一级经纪人的归属问题，

也是通过选择不同的 “圈子”完成的。对于进入自己圈子的二级经纪人，一级经纪

人会通过 “请吃饭”、“将心比心”、“打感情牌”的方式巩固和团结这个圈子，而加

入这个圈子的二级经纪人也会回报以忠诚。① 劳动者与经纪人之间也形成了圈子，

Ｑ县城的来料加工经纪人都划定自己圈子的范围，哪些工人是谁的，大家都心照不

宣，去别人的圈子招工人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劳动者虽然有着
“自由”选择雇主的可能，没有任何所谓的人身依附，但在实践中，却因为各种社会

关系，将特定的人群组合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

其次，在来料加工经纪人与劳动力之间也有一个 “差序格局”。按照工人与经纪

人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随时来随时走的普通工人、一种是 “死党”。经纪

人的核心能力就在于能够团结多少 “死党”，也就是所谓的 “凝聚力”问题。ｃａｓｅ２６
的经纪人说，“如果有凝聚力，在赶货的时候，即使规定赶到九点，大家做到十点都

没有怨言。”

表２　部分经纪人的普通工人与 “死党”②

案例 普通工人 经纪人的 “死党”数量

ｃａｓｅ０７　 １００多人 二三十人

ｃａｓｅ１６　 ４００多人 十几人

ｃａｓｅ１８　 １００多人 十几个人

ｃａｓｅ４４　 ６００多人 二十个人

ｃａｓｅ４２　 ２００多人 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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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春晖：《包买制中的圈子运作———以浙江省丽水市来料加工为例》，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２０１３年，第９７—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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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学系，２０１３年。



从表２中可以发现，无论经纪人的加工者有多少，“死党”的规模都维持在
一个较小的规模。遇到工期紧的时候，“死党”就发挥作用了：“像那天，我就

给他们 （指 “死党”）打电话。我必须四点之前做完啊。这时候他们就发挥作

用了。如果不赶出来的话，我交不了货，我就没有信誉了。” （ｃａｓｅ１６经纪人

访谈）

经纪人用什么手段团结 “死党”呢？经纪人掌握的物质激励手段有限，并且物

质激励手段也有其局限：一方面是利润微薄；另一方面，用物质激励的办法会在乡

村舆论中引发不好的影响。所以，经纪人能依靠的只能是 “打感情牌”。实际上，

“死党”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正如ｃａｓｅ２８的经纪人所说，赶货的

人是她 “玩得最好的”，她经常说的另一个词是 “姐妹”。经纪人与 “死党”在日常

生活中经常有亲密的互动，经常一起聚会，互相串门。

不可否认，经纪人与 “死党”的关系还包含功利成分———经纪人希望建立

一种亲密关系而帮助其赶工，“死党”希望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可以在经济收入

和工作机会上获得照顾。但也不应该忽视这种良好的关系有着更为微妙的情感

因素，并且它也不可能是本着功利的态度一蹴而就地建立。ｃａｓｅ２８的经纪人说，

“有时候投缘就是投缘，不投缘就会很较真”。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长年累月的

互动，需要经纪人与劳动力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磨合。如ｃａｓｅ１６的经纪人所

说的：“这个也不是 （一下子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是我做了这么多

年，很多年的打交道 （的结果），日久生情嘛。咱们有好的事情总是想着她们，

她们也帮咱们的忙。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努力是交不起来的，是两个人的

努力”。

经纪人与 “死党”的互动模式与乡土社会的人情观念有密切联系。

（二）知根知底管理模式

在关系网络的基础上，来料加工依托 “熟人社会”建立一种 “知根知底”的管

理模式，以处理来料加工生产过程的工期、质量和流水线配合问题。没有乡土社会

的 “经常接触”，来料加工生产几乎不可能。

第一，知根知底是来料加工保证工期的基础。来料加工劳动者的性质导致有

些人会来上班，有些人可能就不会来。来与不来，都是一些复杂而具体的原因，

与每个劳动力的家庭情况、农业经济情况、个人生活情况有关系。经纪人需要对
每个工人都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知道某个工人最近能不能来工作，以及这个工人

的生产能力如何。这样才能估计这一段时间内的产能，从而决定能够接多大的订

单，而这个订单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比如ｃａｓｅ１２的经纪人说：“我会早就安排好。

如果我是月底交一个单子，我就会在下面先转一圈，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多大的

能力，到底能做多少。比如他现在帮你做的话，他做到４天后结束，我就会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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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提前准备好。”

第二，知根知底是生产管理的基础。经纪人的生产管理，具体内容是保证产品

质量、防止工人的投机行为 （偷走原料甚至找不到人）。“具体人关系”在质量控制

中发挥着实际作用。他们在熟人关系上建立信任，而信任关系节约了生产管理的交

易费用。ｃａｓｅ０９的经纪人说： “前几次看过，没有问题。数量也数过几遍，没有问

题，后面就不用再数了。都是长期的了解。”“人缘好”是经纪人作为生产管理者的

权威来源，而 “人缘好”这一评价是在知根知底的社会中形成的。ｃａｓｅ０９的经纪人

在总结自己能够成功管理生产的经验时说，“有的人说我人缘好 （即工人觉得她这个

人很好），跟他们说他们也还听一点。”

第三，只有知根知底才能保证集中生产的流水线顺畅运行。集中加工采取

流水线的生产办法，比如ｃａｓｅ０９的经纪人的衣服分成十几道工序。然而来料加

工与正式工厂相比，面临着极大挑战。在乡村的集中加工点，每天来的人都是

不固定的，而且工人随时走随时来，导致流水线很难顺畅流动；并且每个工人

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些因素在生产安排过程都需要予以考虑。 “工人做工有快

慢，而且有人技术好一些有人差，有人勤快有人懒”，为应对这一问题，经纪人

要熟悉每个工人，ｃａｓｅ０９的经纪人说：“总的原则是，工龄久、勤快的工人做复

杂工序；懒的、笨的做简单工序。”经纪人根据自己对工人的了解，来保证流水

线的顺利生产；他们对生产的有效 （或者说有限）控制，需要落实在对具体的
“人”的控制上。

六、曲尽人情：嵌入性的运作机制

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来料加工用一种更为精致复杂的办法，达到组织管

理的目的，本文称之为 “曲尽人情”。所谓 “曲尽人情”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委

婉周到地把人之常情或人情世故予以充分考虑。① 为做到 “曲尽人情”，需要行动者

双方在经济行动中充分权衡各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彼此的感受和情

感———这就是所谓的人情。

前文所述的 “死党”在赶工中的作用，就是 “曲尽人情”的一个具体案例。经

纪人与 “死党”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加工者在经纪人有需要时有义务给经纪人一

个面子；即使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也要来给经纪人帮个忙。下文以质量管理过

程中的具体例子来描述 “曲尽人情”的具体运作过程。

质量管理是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那么，一旦产品出了质量问题，经纪人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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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宗阳：《“曲尽人情”：效率的另一种可能———以浙江省缙云县来料加工为例》，硕士
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２０１３年。



办呢？首先，经纪人很少因为出现质量问题就惩罚工人。经纪人不能骂工人，正如

ｃａｓｅ０６的经纪人所说：“农村人做这个都不容易，出了问题，我就骂她们？大家乡里
乡亲的，也不好意思。”经纪人也不能扣工人的工钱，甚至不能用扣工钱威胁工人返
工，因为这样也会伤害工人的尊严和感情。ｃａｓｅ０９的经纪人也认为：“不能那样说工
人，如果说了，她宁愿不要这个加工费，也不会返工”。其次，在来料加工生产中，

更是没有经纪人开除工人的情况。因为来料加工中经纪人与工人的关系不仅是雇佣
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是不能轻易解除的。经纪人宁可被上游厂商
扣钱，也不会开除工人。

不能惩罚也不能开除工人，与乡土社会的特征有关。面子和人情在村庄社会
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ｃａｓｅ０６的经纪人解释自己为什么在出了质量问题时
也不扣工人的工钱时，提到自己是一个 “特好面子的人”。大家同处一个村庄，这
其中有亲戚和邻里等复杂关系，如果出了问题就罚的话，会被认为是 “不讲人
情”。社会关系与人情在村庄共同体中的传递性极强，如果 “经纪人”经常罚钱，

会被认为 “为人苛刻”，这种形象在职业关系中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在村庄共同体
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乡村中，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主要看他是否重视人情，

是否 “将心比心”。

当然 “曲尽人情”也是相互的，如果产品出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经纪人要求工
人返工的主要办法也是依靠 “曲尽人情”。“就是帮忙也要帮我把这批货做好”，“我
已经帮你把线都拆好了，你返工吧，这不是我要求你，也不是命令你，而是请你帮
个忙”（ｃａｓｅ０９经纪人访谈）。在工人看来，经纪人已经是让步了，工人再不返工也
会觉得自己不讲情面。在实践中， “曲尽人情”就是落到行动双方的一个微妙心
理——— “不好意思”。ｃａｓｅ０９的经纪人的办法就是站在工人旁边，帮他拆线，一般情
况下，工人都会感到 “不好意思”，从而返工。在工人看来，“本来这件事情是我做
错了，经纪人还在帮我改正，我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说不过去。”（ｃａｓｅ０６经纪人访谈）

一般情况下，工人也觉得应该接受这种 “帮忙”，并选择 “帮别人一个忙”，不然就
“不好意思”。

在一定程度上，“曲尽人情”与 “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十分相似，本土性资源成
为实施权力的技术。① 但这种将关系、人情进行形式与还原的分析，无法解释行动
背后的伦理意涵。阎云翔指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乡村社区，关系的培养主要是一
种在文化上建构自我的途径，而不是与他人交换资源的策略。②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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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差序格局”，“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① 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
指出 “关系”对村庄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②费孝通晚年修正了差序格局以自我为
中心的个体主义意涵，认为差序格局是一个 “推己及人”的过程，并与中国传统
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③ 由此，根植于乡土社会的 “曲尽人情”并非类

似于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权宜性手段，而是有着深厚的伦理和道德意涵。

近来有学者提倡挖掘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去理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与人情，

并成为社会学历史维度的一种重要面向。④ 周飞舟进一步将关系与伦理本位联
系起来，“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那么梁漱溟所说

的伦理本位则是这种社会结构背后的基本精神”。⑤ 梁漱溟特别强调关系的伦理
意涵，认为 “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几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

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⑥ 儒家价值观里最为核心的原则

是仁和义，这构成梁漱溟的伦理本位中最为核心的精神原则。⑦ 仁、义在乡土社会

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是表现为熟人关系的运作，以及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人情、

面子。

本文进一步指出，“曲尽人情”是关系伦理的具体运作机制。建立在具体关系
基础之上的伦理，是指行动者基于具体关系而生发的情感，以及因情感而生发的

具体行动原则。在实践中表现为 “曲尽人情”、“将心比心”，最后的效果是 “让人
不好意思”。这种基于特定社会结构与历史传统形成的 “不言而喻”，甚至 “只能
意会、不能言传”，人际交往过程被费孝通称为 “交往心态”。⑧ 费孝通指出，“心
态”是研究区域发展乃至民族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并成为费孝通晚年 “文化自

觉”的重要内容。⑨ 这些常用而不知的微妙的 “心态”对来料加工的顺利运作产
生巨大影响。这种互动过程不局限于乡村社会，也充斥在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中。只不过在乡村社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直接构成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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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础。

总结与讨论

在新时期，各地不断兴起的乡村产业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乡村业态，成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产业是城乡体系的产物，其发展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

通过来料加工，沿海发达地区为偏远地区提供市场、原料和资本，并把落后地区与

全球市场紧密关联起来，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在中国城乡社会面临深刻转型的背景下，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乡村社会具有的极

强的内生性发展动力。① 乡土社会和外界提供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并不足以构
成乡村产业的全部条件，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还必须要有可以依托和调动

的社会基础。乡土社会的关系和伦理成为生产管理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从而

乡村产业得以克服工期和质量上的管理难题，也使得欠发达的乡村地区能够在

资本、技术、地理区位等条件都不占优的情况下取得发展，并融入全球化生产

链条。

近年来，对中国社会的 “关系”研究出现了由关系向行动伦理的 “范式转向”，

这一转向试图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本体论理解基于特定关系的行动伦理。② 行动伦理

一方面与中国人对特定关系 （伦理）的理解和体认有关。更重要的是，基于传统心

智结构的行动伦理的运作过程具有 “感通性”，是基于具体亲密关系生发出的具体情

感和义务。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最后落实到人际活动的细节上，具体体现为特定关

系中的人如何对待他人。本文通过分析当事人如何 “曲尽人情”、“将心比心”，深化
了对来料加工依托的社会伦理的认识。这些具体情感，一方面根植于具体的社会关

系，一方面与特殊的 “心智结构”有关。中国人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将心比心，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儒家的核心价值内涵直接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本文 “重

返乡土”的努力也是尝试践行 “从关系到伦理”这一转向，在实践和理论中深化对

本土社会现象的认识。

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本文并非要从总体上把握乡村产业兴起与展开的条件

与特征。当然个案研究也可以通过 “扩展个案法”、③ 或者类型比较④的方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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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体图景，这尚待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细致剖析乡村产
业运作的微观机制，关心具体场景中的行动者以怎样的 “态度”对待彼此，如
何理解这种态度背后的行动伦理。诚然，乡村产业有着复杂多样的形态，社会
基础在乡村产业中的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人的行动总是遵照特定的行为
伦理。社会关系和行动伦理发挥作用的过程最后落实到人际互动过程中一些看
似自然而然的细节，而这些细微之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情的成败。通过挖掘
人际关系中的特殊心态从而加深对行动伦理、社会基础的理解，是本文案例研
究的意义。

认识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乡村产业的区域差异正
是各地结合历史条件和不同社会基础灵活探索的结果。要认识乡村产业组织过
程的复杂性，离不开对乡村产业参与者所践行的既有社会关系和乡土伦理的探
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在土地、金融、产业政策上对乡村加以扶持外，还
需理顺乡土的社会基础，调动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激活乡村既有的社会关系
网络与乡土伦理。这亟待学界立足于本土化知识的细致研究，以及政策和实践
上更加积极的探索。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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